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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棉

　　提要：民国建立后，开始了以 学 制 改 革 和 教 育 行 政 改 革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教 育 体 制 改 革。其 中

学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为“壬戌学制”，不仅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而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成为

民国学制的典范；教育行政改革 则 建 立 了 不 同 于 清 代 的 新 的 中 央―省—县 三 级 教 育 行 政 体 系，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根本上讲，民国学制和教育行政体系的架构及其设立取决于民国时期的

政治体制，但在具体过程中，以蔡元 培 为 代 表 的 执 掌 教 育 部 的 留 学 生 官 员 和 全 国 各 地 留 学 生 出

身的教育家，起到了领导、主导、起草和宣传等多种作用，推动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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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建立后，政体革新，众多留学生归国后纷纷涌进教育界，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教育

宗旨、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学制改革和教育行政改革相

辅相成，成为民国时期教育变革的主要标志，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民国初步实现

了教育体制①的现代化。

一、留学生与学制改革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封建教育已无法应对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批判以科举

制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洪仁玕、容闳以及郑观应等都提出了提出要借鉴、学习西方教育制度，建立

现代教育体制的主张②。１９０１年５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介绍日本学制，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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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 的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２００６年 度 重 大 项 目“中 国 留 学 生 与 民 国 社 会 发 展”（编 号

０６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留学生视角：２０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文学的变革”（１０ＢＺＭ０８１）、２０１１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１１＆ＺＤ１０１）成果之一部分。
教育体制：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的结合体、统一体，由教育的机构体系与教育的规范体系所组成，与“教育制度”的含义相

近，其主体是“学制”。
详见洪仁玕《资政新篇》中《谕天下读书士子》、容闳《西学东渐记》和郑观应《盛世危言》等。



载了英、法、德等国的教育情况。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旧的封建教育体制逐渐瓦解，现代教育体制开

始酝酿产生。１９０２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

该学制虽未曾实施，但也不失为中国第一个新型学制。１９０３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又主持制定了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在全国施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

新型学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１９０５年秋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１９０６
年１２月，设立学部，并将国子监事务归并学部。随后，各省设立提学使司，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初步建

立了一套具有西方现代色彩的教育行政体系。但残留封建教育太多的 痕 迹，对 女 子 教 育 也 不 重 视。

而且，在借鉴国外学制时，几乎单纯照搬日本学制的模式，所建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均以日本文部

省为建制模式，缺乏创造性，新旧杂糅，带有明显的过渡痕迹。民国的建立，为学制的改革提供了历史

的机遇。

（一）留学生与《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规划下，进行了一系列为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而需

要的改革，其中学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壬子癸丑学制”的拟定和出台。在此

过程中，孙中山、蔡元培等留学生出身的政治家、教育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局势未定，政事繁杂，但孙中山对教 育 事 业 仍 很 关 心。他 认 为 国 家 兴 旺 的 根 本 在 于 教 育：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①因此，普及教

育就尤为必要。要“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②，“令普通的人都可以受到教育……

先办幼稚园，次办小学，再办中学，然后才可以办大 学。……让 人 人 能 够 读 书，才 可 说 是 普 及 教 育 制

度”③。鉴于“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唯有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的现状，他强调“提倡女子教育为最

要之事”④。孙中山的这些见解，影响了民初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发展路径。

蔡元培受命为民国教育总长后，即开始主持构建新的现代教育体制。１月２５日，他主持教育部发

布《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１４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１１条），规定：“初等

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大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学校为普通教

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前奖励出身”⑤，废除了晚清教育制度中的封建残余。２月８日，他发表《对

于新教育的意见》一文，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⑥。９月２日，教育部公布

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⑦强调教育“应

分为二：一普通，一专门。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

学问神圣之风习”⑧。这些举措为民初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时蔡元培延揽了很多归国留学生到教育部任职。他说过，教育部的职员“一半是我所提的，大

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⑨。其实范源濂提出的那批人仍以有留学经

历者为主瑏瑠，因范本身也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范源濂（１８７５－１９２７），湖南湘阴人。早年就学于长沙时

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１９０５回国任学部主事，时任教育部次

长，后来还曾任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５月，教育部共７０人，其中６０余人有留日背景，如周树人、樊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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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孝植、马邻翼、毛邦伟等人。当时政局不稳，在到１９１３年春的一年中，教育总长、次长先后有６人：

蔡元培、景耀月、范源濂、董鸿祎、刘冠雄、陈振先，但都有留学经历，比较了解国外的情况。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教育部这些职员参加了《壬子癸丑学制》的起草、议决和颁布工作。如当事人

蒋维乔后来回忆：“当时教育部之重要工作，即在草拟新学制。召集东西留学生，各就所长，分别撰拟

小学、中学、大学规程，每日办公六小时，绝似书局之编辑所……计临时政府三个月，而教育部之学制

草案，亦于是时告成。”①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０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审定新学制草案。出席会议８２人，其中留日

生就有１３人，他们是：林葆恒、洪熔、萧友梅、陈毅、蔡漱芳、杨保恒、顾琅、贾丰臻、夏锡祺、何燏时、彭

清鹏、陈宝泉、钱家治。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他强调：“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重

申“五育”教育的宗旨。在肯定日本学制“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中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的同时，他

呼吁“兼采欧美相宜之法”，并建议结合中国的实际，还可大胆采用“即使日本及欧美各国尚未实行而

教育家正在鼓吹者”②。但是，“须从原理上观察，可行则行，不必有先我而为之者”③。他的发言显示

了一个教育大家博大的胸怀和宏阔的视野，也为此次会议奠定了基调。而后选举出的会议主席王邵

廉（留英）、副主席张伯苓（留美）两人也都是留学生出身，在他们的主持下，会议对学校系统、各级各类

学校令等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正并最终通过，即《壬子学制》，并附有９条说明，于同年９月公布。此后

到１９１３年８月的一年间，教育部又相继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 范 学 校 令》、《专 门 学 校

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各种学校令，并将《壬子学制》与这些法令的内容综合，“与前项系统

各有出入，综合起来又成一个系统，谓之壬子癸丑学制”④。

《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真正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它的颁布标志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教

育体制在中国的初步确立，为当时全国的教育提供了法规指导，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和教育体制的现代

化奠定了基础。以孙中山、蔡元培、范源濂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是“壬子癸丑学制”的起草者、推动者

和实践者。虽然“教育部中所招致之留学生，英、美、德、法、俄、日皆备，原拟将各国之学制译出，舍短

取长，以造成适合于我国之学制。结果所译出之条文，与我国多枘凿不相容”⑤。而在参与拟定该学制

的留学生中，专门研究教育的仍以归国的留日学生为主，而“由欧美回国之人，专习教育者绝少，不能

窥见欧美立法精神，译出文件，泰半不适用”⑥。所以，“屡经讨论，仍趋重于采取日制”⑦，模仿日本的

痕迹依然很重。但是，“拟遍采欧美各国之长，衡以本国情形，成一最完全之学制”⑧ 的努力也没有白

费：主要表现为蔡元培所倡导的指导思想“民主共和思想”，主要受欧美教育的影响，这明显区别于日

本学制的“君主立宪”宗旨；高等教育要设置大学预科、研究院、评议会等措施，其 渊 源 主 要 来 自 德 国

学制。

（二）留学生与“壬戌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学制施行到１９２２年，逐渐显露出诸多问题，改革势在必行。众多留学生敏锐地

意识到这一点，积极参与酝酿新学制，主持拟订新学制草案，成为学制改革的中流砥柱。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上，湖南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系统案，年会决定各省

教育会用三个月时间对此进行讨论，就中学改革、师范教育改革、如何借鉴国外学制等问题提出了建

议，开改革学制之先河。此后讨论逐渐深入，并在第五、六届年会上取得显著成果。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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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年会上，邓萃英、经亨颐、郭秉文、胡适等留学生出身的教育家和热心教育事业人士，积极参与

讨论学制改革问题，并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到太原演讲。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年会最后通过《改革

女学制度案》、《改革学校系统案》、《推广义务教育案》等议案。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在第六届年会上，郭秉文

在开幕致词时鼓励与会者自由地讨论学制问题。会间，邓萃英代表教育部发言，建议“各省斟酌本省

情形，有必须改革之处，可各就适当施行，教部不加限制”，“对于本届议案，自必本民治主义，格外竭诚

采纳”①。在他们的促进下，年会在最后议决案中提出了改革学制系统问题：“请各省区教育会……先

组织学制系统研究会，以研究之结果，制成议案。”②

１９２１年，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由广东省教育会主办。当时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是

陈独秀，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是汪精卫。汪还与金曾澄、钟荣光三人作为广东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出任

年会主席。根据第六届年会决定，本届年会先议学制案再议其他。因为各省区提案太多，各省区教育

会代表认真审查后，确定以广东省教育会的《学制系统案》作为审查基础，再参考其他省区的提案，拟

订学校系统草案。广东省教育会的《学制系统案》之所以能成为蓝本，是因为其博采广纳，优于它案，

且有明显的美国色彩。原来第六届会后结束后，广东省教育会率先召集了由地方教育界名流和专家

学者７１人组成的学校系统研究会来专门讨论改革学制③，其中归国留学生１４人，由此可见留学生是

广东学校系统研究会的主导力量。在会上，留学美国的黄希声和韦愨先后提出了《分 组 研 究 之 办 法

案》和《各级学制拟先由委办分别研究案》，并成为讨论学制问题的依据；汪精卫指派金曾澄、韦愨、黄

希声等人为起草员，搜集德、英、美、法、日五国学制，编写学制报告，作为制订新学制的参考资料。在

此基础上，会员们经过两 个 多 月 的 反 复 修 改，终 于 在１９２０年８月 初 通 过 了 以“六 三 三 制”学 制 系 统

草案。

根据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的决议，此学制系统草案被邮寄到各地教育会和教育机关，并在

《民国日报》、《申报》、《新教育》等各种报刊公开发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学制改革运动。教育界

人士纷纷涌进讨论新学制的行列里来，其中那些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大都是留学生出身。如

陶行知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有之态度》一文中指出：“此次所提草案，确是适应时事之需要而来

的”，呼吁大家“虚心讨论、研究、实验，以构成面面俱到之学制”④。陶孟和在《论学制系统》中肯定此次

学制制订的进步性，并就学制和学科、补习教育、高等教育等三个方面阐述了看法⑤。廖世承先后发

表《新学制和中等教育》和《关于新学制一个紧急的问题》等文章，就中学学制方面提出了建议，极力推

崇“六三三制”。同年，余家菊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评教育联合会之学制改造案》，指出要“顾虑各方

情形而采弹性方案”⑥。其时，美国教育家孟禄也专门撰文肯定新学制的优点，并提出建议。他们的

这些意见，促进了学制草案的进一步完善。学制草案发布后，留学生主持的广州执信学校和天津南开

中学率先实践新学制草案，成为学制实验的主要试点，其实践为大家进一步认识新学制，完善新学制

提供了经验。

１９２２年９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重要学制草案—学制会议案，但在随

后的会议上引起了争议并被否决。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讨论并审定学制

系统案。留学生出身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汤尔和等参加会议，其中胡适起到了关键作用。

会议之初，教育部试图“抹煞第七届联合会的学制草案”，“希望联合会‘悉心讨论＇学制会议的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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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二次大会记》，《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⑤⑥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８０、９０３－９０７、８９３页。

详见１９２２年《新教育》杂志第４卷第２期《广东省提出学制系统之经过及其成立》之介绍。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８－１９１页。



案”。这引起了很多与会代表的不满，会议一时进入困境。最后大部分代表接受了胡适的建议：“给中

华民国制定一个最合适的学制”，“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参考比较，择

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方案，把学制问题作为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①。时任教育部特派

员的陈容等也主动找胡适谈论学制问题，“承认学制会议的原案是不能不改动的了”，希望他“提出一

个折中的修正案”。于是，胡适等人起草了一个审查方案，确立了七个标准：（１）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２）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３）谋个性之发展；（４）注意国民经济力；（５）注意生活教育；（６）使教育易于

普及；（７）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②。由此可见国外平民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据此，对

于学制草案又作了修正，并最终使“全案修正通过”。

会后，胡适、黄炎培等人又与教育部接洽。在他们的推动下，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日，由留学生出身的

国务总理王宠惠和教育总长汤尔和副署，以《大总统颁布之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形式向全国颁布了《学

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代表民间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居然战胜了教育部，取得

了完全的胜利。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民主气氛，也表明了美国教育思想 和 教 育 体 制 在 中 国 的 影 响。

具体而言，该学制能顺利通过，反映了胡适审时度势、折冲樽俎的才干，也与他当时在文化界、学术界

和教育界的影响和地位分不开。

“壬戌学制”不仅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而且考虑到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成为民国学制的典范。壬

戌学制基本上采用了当时美国已普遍实行的“六三三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时间为１６～１８年，分三

段五级：初等教育阶段６年，按照中国国情，又分两级：初小４年、高小２年；中等教育阶段６年，分初中

３年和高中３年２级；高等教育阶段４～６年，不分级。学生自６岁入小学，２２～２４岁大学毕业。中国

的学制至此基本定型，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陆续订立的各项学校组织法令及抗战期间颁布的学制系统，

也只是在“壬戌学制”大框架不动的前提下，作一些临时变通或局部调整。可以说，“壬戌学制”的出台

是我国现代教育体制基本建立的标志。

（三）留学生与“戊辰学制”

１９２７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身份，主导了一次教育改革，开始了一次

争取教育独立的尝试。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５日，国民政府于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前聘任朱

经农（留日）、高君珊（留美）、金曾澄（留日）、许寿裳（留日）、过探先（留美）等５人为全国教育会议筹备

委员会常委从事筹备工作。会议代表８５人，出席者８１人（宋子文、丁惟汾、白云梯、朱霁青未出席），

其中归国留学生５１人③。

针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代表们提出了很多提案并获得通过，如姜琦、陈礼江、黄统等提出的

关于确立“三民主义教育”为全国教育宗旨，取消“党化教育”的提案，一致通过了以下实施原则：“（１）

发扬民族的精神；（２）提高国民道德；（３）注重国民体魄的锻炼；（４）提倡科学的精神，推广科学的应用；

（５）励行普及教育；（６）男女教育机会均等；（７）注重满蒙回藏苗瑶……等教育的发展；（８）注重华侨教

育的发展；（９）推广职业教育；（１０）注重农业教育；（１１）阐明自由界限，养成服从纪律的习惯；（１２）灌输

政治知识，养成使用政权的能力；（１３）培育组织能力，养成团体协作的精神；（１４）注重生产合作消费及

其他合作的训练；（１５）提倡合于人生正轨的生活，培植努力公共生产的精神。”④此外，还通过了程时

煃、孟宪承等提出的《整理学校系统案》；陈礼江提出的《厘订学校系统提案》；姜琦提出的《整理学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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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新教育》第５卷第５期。又见于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北京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邱椿：《学制》，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第５８－６０页。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甲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第１８－２９页。
蔡芹香：《中国学制史》，世界书局，１９３３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统案》；据孟宪承、黄婉、程时煃、陶行知、欧元怀等个人提案综合修订而成的《整 顿 师 范 教 育 制 度 案》

等。最后，会议议决通过 了《整 顿 中 华 民 国 学 校 系 统 案》，即“戊 辰 学 制”。其 基 本 框 架 沿 袭“壬 戌 学

制”，分为原则与组织系统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六项原则：（１）根据本国实情；（２）适 应 民 生 需

要；（３）增高教育效率；（４）谋个性之发展；（５）使教育易于普及；（６）留地方伸缩可能。第二部分为学校

系统，较“壬戌学制”在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有一定的改动。

但会后不久，因蔡元培辞职，大学院也被取消，这次改革也随之告终，“戊辰学制”也未施行，但是

它影响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战前的教育改革。

在抗战前的学制变革中，中学教育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相关的讨论在１９３４年达到了高潮①。这次

讨论并没有对中学学制作出大的变革，但它为《中学规程》、《中学课程标准》的修订提供了指导。

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到此基本结束。但尚需提及的是，抗战爆发后，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教育也

随之进入战时状态。根据战时教育的指导原则②，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教育部在不改变原有学校系统

框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了局部改革和适当调整。主要内容有：在招生、考试方面，实行统一

招生，在大后方的１９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

标准；训育教育，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课堂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于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

资助那些来自战区、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陈立夫历来以反共著称，但对战时中国的教育确有贡献，

他也为此为沾沾自喜：“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

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③

概言之，民国成立后，学校系统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重 要 内 容，在 归 国 留 学 生 的 参 与、主 导 和 推 动

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也为当代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二、留学生与民国教育行政体系的改革

在制订新学制的同时，蔡元培及其后任者也开始构建民国教育行政体系，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逐

步确立了不同于清代的新的中央―省—县三级教育行政体系，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根本上讲，民国

教育行政体系的架构及其设立取决于民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但在具体过程中，执掌教育部的留学生官

员和全国各地留学生出身的教育家实在功不可没。

（一）蔡元培主持制定中央教育部官制

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蔡元培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据当时已被蔡元培邀请任教育部秘书长的蒋

维乔回忆：他们于１月１２日由上海赴南京，蔡元培先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后，又拜访江苏督府内务

司长马相伯，在碑亭巷内务司楼上借了三大间房子，作为教育部办公室。“教育部既成立，是时各部皆

依照官制草案，呈荐人员。孑民先生谓余曰：‘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

未成立，官制未通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

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余极赞成之。”④由此不难看出，蔡元培办事讲究程序、规范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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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公报》、《教育杂志》等报刊接连发表了蒋梦麟、胡 适、陶 孟 和、郑 宗 海、姜 琦、林 砺 儒、张 安 国 等 人 关 于 中 小 学 教 育 制

度的建议，转载了教育部有关人员关于改革中等教育的观点，特别是《教育杂志》第２５卷第１号，集中刊登了３０多位专家关于学制

改革的观点，周鲠生、范寿康、廖世承、郭一岑、金曾澄等留学生出身的教育家参与了讨论。
有关内容主要见１９３７年８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１９３８年４月国民党政府临时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所规定的抗战期间教育的“九大方针”、“十七项实施要点”和１９３９年３月蒋介石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关于《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讲演。
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２１页。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６５页。



他关注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主持制定教育部官制，并据此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实

现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现代化转变。事实上，几乎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蔡元培就迅速实现

了“中央教育行政根本改革，正其名曰教育部”①，并委托蒋维乔草拟教育部官制。３月他又建议南京

参议院专门召开会议，确定教育部官制。后来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出台了《民国教育部官制草案》。

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派王家驹等接收晚清学部，与范源濂一道依照南京参议院所议定教

育部官制，“正式改组教育部。总长以下设参事三人。承政厅设秘书长一人，分文书、会计、统计、建筑

四科，编纂、审查二处。设普通、专门、社会三司”②。

与晚清学部相比，民初教育部在机构设置方面精简合理，职能分工明确，显示了教育部在蔡元培

的领导下，努力改革管理机关的新气象③。当时“新教育部组织之最大特色，厥为社会教育司之设置。

……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留欧多年，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悲我国之落后，因竭力提倡，

终使社会教育适应时代需要而成立”④。多年的留学经历，让蔡元培看到各国社会教育的发达现状，意

识到教育的责任不仅在于教育青年，更要兼顾多数长年失学的成人，所以坚持设立社会教育司，掌管

宗教礼俗、科学、美术和通俗教育等事项，使教育部机构适应社会的发展。鲁迅就是在此情况下应邀

为社会教育司佥事。在他的规划下，１９１２年５月，教育部的建制为一厅三司，至此，民国中央最高教育

行政机关建制组织基本完备，而后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依据时势变化有所增减，但主体机构仍然

是民初教育部官制的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为了使教育摆脱国民党政治体制的

束缚而达到教育独立的目的，以其威望使南京政府设立了大学院而不设教育部，并任大学院院长，舍

弃了他倾注心血建立的教育部体制。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表现了他的书生之见。一个体制的建立

和废弃都非一日之功，教育部的建立和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教育独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

美好的幻想。

（二）汤化龙、范源濂促成省级教育厅制的出台

民初几年，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先后经历提学使司、教育司、学务司等阶段，变动频繁，更因“位卑职

小，只能办循例公文，而于本省教育之应兴应革，不敢有所主持”，以“致行政效率大减”⑤，成为当时教

育事业发展的体制障碍。留学生出身的教育部负责人汤化龙、范源濂等先后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切实

采取行动，最终促成了省级教育厅的设立。

１９１４年１２月，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上书大总统袁世凯：“请以各省政务厅中之教科及视学官等

组织教育厅”，“使各省有督促之人，以任提倡之专责”。并单独拜谒袁世凯，“反复陈述”，强调这是“当

今不可不行之事”⑥。教育部还专门订立《教育部设立各省教育厅之计划》，以解决当时政府所虑的经

费问题。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被袁采纳，但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设立教育厅作为省级行政机构的呼

声日益强劲。随后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二两届年会也均专门讨论此事，并通过《请速设各省区教

育厅案》，从“事务性质”、“责任专属”、“中国历史”、“各国通例”四个方面来阐述设立教育厅的必要，指

出“近鉴教育之消沉，上循历史之习惯，因以维系人心，推行学务，更不能不设教育厅也”，并强调“各教

育厅之设，实有不能再缓者”⑦。

１９１７年，范源濂重任教育总长，更积极主张各省设立教育厅。由于他的推动，同年９月６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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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⑤⑥⑦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 编·教 育 行 政 机 构 及 教 育 团 体》，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
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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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命令，公布教育厅暂行条例，直隶于教育部，设厅长一人，由大总统简任，秉承省长，执行全省教育

行政事务，监督所属职员，暨办理各地教育之各县知事”。而后教育部又颁布了《教育厅署组织大纲》、

《教育厅长职权》等相关法规，正式确定教育厅作为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于是，各省教育厅次第成立，

省级教育行政始有独立机关”①，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留学生教育家催生县级教育局制度

民初县级教育机构变化不大，先后颁布过《劝学地方学事通例》、《学务委员会规程》等法规，但基

本上沿用了清朝的“劝学所制”。这种制度独立性差，结构与人员构成也十分简单，不利于管理庞大落

后的农村教育，阻碍了基层教育事业的发展。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年会，如前所说，汪精卫、金曾澄、钟荣光、雷沛

鸿、陈独秀等留学生出身的名流参加会议，其中汪、金出任会议的正副主席，美国教育行政专家孟禄也

应邀来广州指导。在他们的努力下，浙江省代表提出的《改革地方教育案》受到重视。与会者认为：劝

学所的名称已不适应教育的发展，它是一个官办机关，其地位与职权均有变更的必要，要“通过改革地

方教育行政制度案，主张代以教育局制”②。

１９２２年９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改革地方教育行政制度为重要议题之一。当时，由于王宠惠

已辞教育总长职，汤尔和尚未就任，蔡元培代表教育部主持会议开幕，并当选会议主席，与会议副主席

王家驹、教育部次长邓萃英等留学生出身的教育家共同主持了会议。留日出身的陈宝泉代表教育部

提出《县市教育行政机关组织大纲》，表示赞同“县市教育之独立”，并提出应该重点讨论的问题：“教育

局长由县知事推荐，则应详加讨论，其资格亦似太高”；“教育局长是否可以 参 加 董 事 会，亦 应 讨 论”。

对此，陶行知发言说：“对于地方教育，乡镇与都会应该分别办理”；“教育局长之资格，亦应地方大小相

适应”；“教育局之人员，应以活动为宜”，主张以灵活的方式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奠定了讨论的基调。

而后陶行知、张伯苓、章慰高、陈宝泉等５名留学生出身的教育家进入审查委员会，把原案修正为《县

教育行政机关组织大纲》和《特别市教育行政组织大纲》两案，于第六次会议通过③。１９２３年４月，根

据北京学制会议的决议，北京政府公布了《特别市教育局规程》１１条和《县教育局规程》１５条。自此，

各县劝学所一律改为教育局，“地方教育始有完备机关”④，民国的基层教育事业开始出现转机。

由上可见，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民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中央教育部—省（市）教育厅—县教育局（科）

为主体的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教育管理的现代化，基本确立了中国 现 代 教 育 管 理 体

制。应该说，蔡元培、汤化龙、范源濂、陶行知等众多留学生出身的人士对此卓有贡献。

三、民国新教育体制变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教育变化巨大，特别是经过民初十余年的不断变革，中国初步建立了以新

式学制和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教育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深深地烙上了以留学

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变革求索乃至中国留学教育的痕迹：

（一）由师法日本转向学习美国，强化了科学、民主和现代性

留日教育为晚清留学教育的主流，而且留日学生多学习法政和师范专业，归国后多进政界和教育

界，对当时教育改革影响很大，这一现状基本上决定了清末民初教育制度走师法日本的道路。“钦定”

—６６—

浙江学刊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清末民初史料》，《光华半月刊》１９３６年５月下旬刊。
《学制会议第六幕》，《申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９日。



和“奏定”两个学堂章程，乃清末新政教育界的标志性成果，虽为张百熙和张之洞所主持拟定，但因为

幕僚身份的留日学生的影响，“在具体上的草创过程中，留日归国学生实出力不小”①，清末学制改革也

就自然地走上了师法日本的道路。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的官员留学生居多，且以留日生为主，对民初教育制度改革的影响是不言而

喻的。这是因为蔡元培虽为部长，为教育大家，其指导思想和地位之影响，在教育界无人望其项背，但

是他留欧时学的是美学而不是教育，故具体做法多嘱托他人。留学欧美的刘冠雄、陈振先、王邵廉等

虽为副部长等，但刘、王都是１９世纪留学欧洲的学习军事出身，陈也非教育专业出身，他们对教育改

革难以拿出具体方案，且刘只是短期兼代，更不会有所作为。所以范源濂、景耀月、董鸿祎等众多留日

出身的人员，对民初教育体制改革的具体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拟订的学制草案虽“拟遍

采欧美各国之长”，但结果“仍是采用日本制”②。

１９０８年，美国决定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青年赴美留学，加上众多的自费留美生和各省、各

部以及企业、学校派出的留美青年，留美生数量不断增长。他们归国后，相当一部分进入教育界。如

在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２２年５４４名归国的清华留学生中，从事教育者２０４人，占总数４０％以上③，居所有职业

之首。这些归国留美生推崇美国的教育制度，先后请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来华指导新学制的

修订和推行。故“壬戌学制”摒弃了原教育体制中日本学制的影响，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措施，处处可见

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其中反映美国中学教育模式“六三三”制的影响最为显著，以致后来曾任教育部

长的陈立夫说过：“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大体上是仿照美国教育制度。”④“壬戌学制”采用美国单轨

制，在形式上，任何儿童、少年和青年都可以由小学而中学直到大学，具有浓重的民主意识。其“发挥

平民教育精神”、“使教育易于普及”则是中国教育制度民主化的深层表现。这个学制还尊重教育发展

的客观规律，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结合，注重适应学龄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具有科学精

神。这与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时期崇尚科学民主的潮流是一致的，这也是“壬戌学制”之所以成为中

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关键因素。

（二）由最初基本模仿国外学制发展到结合中国国情，开始走上本土化道路

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受到日本很多影响，有其先进性。但因为２０世纪初的留日教育规模庞大，

人员参差不齐，管理不严，速成居多，教育质量低⑤，学有专长的毕业生比例不高。其中虽然也出现了

范源濂这样的著名教育家，但毕竟太少。他们回国后，大都只能照搬其所学，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清

末“对于日本学制，更加抄得完备”；民初“也是依旧随意抄袭”⑥。

相比较而言，民初的留美教育规模虽然不如清末留日教育大，但质量高，以胡适、蒋梦麟、陈鹤琴、

陶行知、廖世承等为代表的留美学生，大多数就读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基本上都获得了硕士、博士学

位，是高层次教育人才，拥有一般留日学生难以企及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留美生迅速成长为各地

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不再随意抄袭国外学制法令，而注意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借鉴，

力求制订出适合中国的教育制度。如１９２１年陶行知强调：“对于外国的经验，应明辨择善，决不可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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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从人，轻于吸取”，要注意中国的“特别情形”①。有鉴于此，“壬戌学制”明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

力”，“多留地方伸缩余地”，并据此在学制的各个阶段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在县级教育局制度方面，

根据中国当时的行政建制情况，把原教育部拟定的《县市教育行政机关组织大纲》修正为《县教育行政

机关组织大纲》和《特别市教育行政组织大纲》两个方案。这表明，中国教育体制在实现初步现代化的

同时，也开始走上与本土化结合的道路。因此，《壬戌学制》在我国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而这背后则

隐含着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影子和留学生群体的功劳。

（三）学制变革受制于政治体制、政局变化诸多因素

如前所述，民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就实质而言，教育的发展终究要受到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教育体制的变革是政治体制变革的一部分；就现实而言，中国特殊的历

史传统和复杂的现实，对教育的影响就更为明显。民初教育制度的变革除了留学生教育家、政治家的

推动、主导外，还受制于当时政治、政局变化的大环境，受到当权者等个体的影响。

民初现代教育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不断完善，首先取决于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导向和政治体

制，也得益于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提供的政治保障。１９１２年，以孙中山为首的留学生出身的政治家建

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民主共和成为不可

逆转的潮流。在此背景下，蔡元培、范源濂等留学生教育家顺应时代要求，制订了民初学制和教育部

官制。不久，袁世凯当政，搞封建复辟，现代教育体制的进程暂时中断。１９１４年教育总长汤尔和力主

设立各省教育厅而未果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其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割据时期。１９１９年，留日出

身的山西实权派阎锡山，为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的召开提供了氛围，现代教育体制的讨论得以

继续。而１９２０年，原定在粤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年会，则由于广东局势不宁被迫移会上海。１９２１年，孙

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留学生出身的政治家稳定了广东政局，陈独秀、金曾澄、钟荣光等留学生出身

的教育家才得以成功地主办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拟定了学制草案，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学制

改革运动，推动了现代教育体制的革新。而此后大学院的建立和撤销、“戊辰学制”的通过和搁置，又

再次说明了个人在中国政界、教育界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现实政治的黑暗，包括留学生在内的知识分

子有时刻意逃避政治，试图全然不顾现实和政治，争取所谓教育的独立性。但这样的结果却使新的教

育体制更难以完善、发展。

总而言之，在中国教育史上，民国时期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制不仅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有更重

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对中国这种落后的后发国家而言，只有建立科学的现代教育体制，才能促使教育

向现代方向全面发展。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界留学生群体，在民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过程中，自

始至终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教育体制在民初短短的十几年内基本上实现了

现代转变，并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一直影响到现在，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民国时期新式教育所

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教育体制是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核心，限于篇幅，留学生与民国

时期教育的其他方面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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